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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in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research, however, their psychological emotion and 

feelings remain un-addressed. Psychology revealed the role of feelings in individual 

behaviors. Pride, as a fundamental self-consciousness related feelings, may predict work-

related behaviors and consequences. Thus, the study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pride, ma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and predicting of their behavioral preferences in strategic 

decision and in turn corporate strategic decisions.  

 This current paper studies corporate executive’s pride. Through two studies on 

Chinese corporate executives, I answered two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conceptual 

meanings of pride for corporate executives? 2. How does the pride impact on 

proactiveness, strategic change and social innovation of their companies as 

consequences? In particular, I identifed two types of pride—ego-pride and eco-pride—

through a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6 corporate executives and open-question survey 

with 50 corproate executives, and developed a scale to measure the two types of pride 

with appropriate psychometric property using a survey of 202 executives and 

corresponding EFA and CFA analyses (Study 1). I then tested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hypotheses with a sample of 159 executives (Study 2).   

The main findings are :1. Executives’ prid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activeness 

strategic change, and social innovation strategy; 2. For perceived psychological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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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ch, it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pride and 

proactiveness is stronger than between eco-pride and proactiveness, whereas it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o-pride and social innovation is stronger 

than between eco-pride and soci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make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strategic leadership. By the first 

study focusing on the feelings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and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pride in corporate strategic decisions, this study expands the scope of strategy and 

strategic leadership research. This paper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study of pride by 

differentiating two types of pride in terms of substance and the source of the pride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adds the valu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typology of 

authentic and hubristic pride. By innovatively expanding the study of pride from lower-

level individuals to upper echelon level, this paper elevates the relevance of psychological 

feelings to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practice. 

Key words: Pride, eco-pride, ego-pride, proactivenss, strategic change, social 

innovation, corporate executiv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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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近几十年对高管人员个人特征的研究成为组织战略决策领域的重要议题，但其中对

于高管人员的心理感受却几乎从未触及。心理学研究表明，心理感受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人

的行为。荣耀感，作为最主要的一种与自我意识相关的心理感受，对于工作行为和结果的

影响都非常大。因而，研究企业高管的荣耀感，对理解和预测他们的行为，进而对预测其

个人意志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战略决策有显著意义。 

本论文对企业高管的荣耀感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两个研究，中国企业高管的问卷

调查数据，回答了两个问题：1. 企业高管工作荣耀感的内涵是什么？2. 企业高管荣耀感

的高低如何影响其在公司中的战略决策。具体而言，通过 6 人深度访谈和 50 人的开放式

问题问卷的定性研究提炼了企业高管荣耀感的双维度模型，即世俗荣耀感和神圣荣耀感， 

202 名企业高管样本的问卷开发了信度和效度达标的两种荣耀感的测量量表（研究一）；

运用 159 名企业高管的问卷数据（研究二）检验了有关两种荣耀感影响公司战略变革意愿

和行为，以及社会创新的不同作用及其边界条件的理论模型和假设。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  

1. 企业高管的世俗荣耀感和神圣荣耀感均正向影响企业战略主动性、战略变革，以

及社会创新战略，其中神圣荣耀感相比世俗荣耀感，对于公司社会创新战略的影响效应更

大；2.企业高管神圣的荣耀感，相比世俗荣耀刚对公司战略主动性的积极作用，受到其感

知到的基于政策环境变化的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更大，而世俗的荣耀感，相比神圣荣耀感

对公司社会创新的正向作用，受到其感知到的基于政策环境变化的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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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对战略领导力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战略管理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人的因

素，尤其是企业高管对企业决策、行为以及绩效的影响，但以往对高阶的研究都集中在对

高管人员认知、背景及经验的探讨，本论文首次聚焦于高管人员的情感体验，通过强调高

管人员的荣耀感对组织战略决策的重要性，本研究大大地扩展了战略领导的研究范畴。 

论文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首次从内容和来源视角区分荣耀感的两种类型，对原先

从表现形式（momentary experiences and chronic dispositional tendencies）对荣耀感的

分类是个补充，对心理学领域有关荣耀感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本文创造性地将荣耀感的研

究扩展到了企业管理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显著地提高了有关个体荣耀感受的理论与管理学

领域理论和实践运用的相关性。 

关键词: 荣耀感，世俗荣耀、神圣荣耀、战略主动性、战略变革，社会创新，企业高

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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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虽然过去的几十年对高管人员的研究成为组织管理和战略决策领域的重要议题，并硕

果累累，但人性化的战略研究却很少涉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高管人员的心理感受。心理

学领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如工作满意度（satisfaction）、职业成功

感（subjective success）、荣耀感(pride)、无助感(hopelessness)或工作倦怠(burnout)

等，对其认知、决策和行为都有着重要影响。但总体来看，目前心理学对于个体心理感受

的研究较少运用到管理学研究领域的组织情境。有限的研究中，关注个体员工心理感受的

研究文献逐渐增多，如以满意度作为指标(Judge，Higgins，Thoresen, and Barrick, 

1999)的心理幸福感（well-being）和主观成功(subjective success)，即个体对自己工作经

历和职业发展结果的积极评价和认同(Ng, Eby, Sorensen and Feldman, 2005)。而另一些

关键变量如荣耀感仍然较少运用到组织情境 (Kraemer and Gouthier, 2014)。 

考虑到领导者在公司位居高位，在公司中承担重要角色，对公司的战略决策和经营行

为具有较大的决策权力，和普通员工的工作性质具有显著差异，因而领导者的心理感受会

很大程度上影响领导的行为表现 (Byrne et al. 2013)，并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因此，研究高管人员的感受应该对理解和预测他们的行为有重要价值，进而对预测高

管人员的个人意志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战略决策有显著意义。 

在越来越多关注心理感受的文献中，对高管心理感受的研究却仍是极为缺乏，原因可

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是学者们认为，企业高管与工作相关的心理感受，应该普遍

高于一般员工。因为心理学研究提炼的影响人们心理感受的内外部条件因素，对于企业高

管而言，并不存在获得的困难性。如相当多的实证证据表明，员工的心理健康或心理幸福

感受上司的领导行为稳定、持续地预测 (Arnold et al. 2007; Kelloway et al. 2012;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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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rondonck et al. 2004)，而对高管，尤其是企业的 CEO 或董事长来说，这一条件因素

或者不存在，或者没有那么大的约束作用。又如在对普通员工的研究中发现的稳定地影响

员工心理感受的外部报酬因素，也是客观成功的重要指标(Arthur，Khapova and 

Wilderom, 2005)，如收入增长、职位晋升，社会地位等，相比较处于较低层级的员工和

基层管理者而言，高管已经获得颇丰，其职位本身已经给他们带来了满足。同时，相比较

低层级的员工和基层管理者来说，高管具有高度的工作自主性，拥有很大的事业舞台和工

作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因而他们在获得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实现了

其他的心理目标。因而，高管的心理感受应该是高水平的、积极的，因而考察高管在公司

经营决策中的作用时，相对于高管的其他特征，如人格、能力、价值观而言，没有多大必

要去理解他们的心理感受。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对于高管尤其是 CEO 的个人特征的测量

一直存在问卷数据收集的难度，虽然近年来对于高管个人特征的测量在用二手数据开发间

接测量方法（obstrusive behavioral indicator）取得了突破式进展，如 CEO 的自恋人格特

征（Chatterjee and Hambrick, 2007）、 美国 CEO 的政治倾向（Chin, Hambrick, and 

Trevino, 2013），但对于 CEO 和高管的心理感受的测量在问卷数据获得上仍然是个难点，

在二手数据刻画上仍然是个空白。 

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对包括 CEO 在内的高管心理感受研究的缺失，事实上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重要的遗漏，无论在全球环境，还是在中国情境下，中国环境下尤甚。 

首先，战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强调高管人员对组织决策和绩效的影响。高阶理论认为

很多重大组织决策都要求高管人员考虑极其复杂和不确定的内外部因素以及模糊多变的因

果关系，所以这些决策很难用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而更可能是高管人员独特

的背景与经历的反映 (Finkelstein, Hambrick, and Cannella, 2009)。一大批研究继而从

理论和实证上表明了高管人员的背景和经历是如何影响各种战略决策和企业绩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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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enter, Geletkanycz, & Sanders, 2004)。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也强调高级管理人员作

为组织最高层的领导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Ou et al, 2014)。总体而

言，有充分证据表明高管人员对组织的重大决策和公司绩效有重大影响。比如，Mackey

（2008）发现，CEO 间的差别可以解释 29.2%的企业间的效绩差别，而 Quigley 和

Hambrick（2015）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CEO 间的差别在 1990 年以后平均可以解释

25%的企业间效绩的差别。对于高管人员的大量研究也反映了战略管理领域里越来越多的

学者不再假定战略决策是由一个抽象的理性主体作出的，而是更多地以人性化的方式来研

究战略和企业绩效。 

虽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关注企业高管个人特征对于公司战略决策和绩效的影响，但

对于个人的固有特征，如人格、动机、价值观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的过程机制，以

及这些作用的系统的边界条件并不清晰。一般的认为是，人格特征包括认知和动机两个要

素 (Campbell and Miller, 2011) ，高管的人格特征主要是通过这两个要素影响其公司战

略行为（Zhu and Chen, 2015）。在心理学领域，个人的固有心理特征尤其是人格、动机

和价值观影响行为的机理，往往是在特定的稳定的外部环境或即刻的情境条件下通过对个

人情绪和情感的激发而发生影响。因而作为企业重要角色的高管在工作中的心理感受是值

得探讨的。而作为基础心理学领域(basic psychology)里最主要的一种有自我意识的感受的

荣耀感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心理学文献将荣耀感定义为因感知到的成就超过期望或社会

标准而产生的一种积极正面的情绪，伴随着快乐、意义感和增强的自我效能（Hodson, 

1998；Tracy and Robins, 2007）。首先，在工作情境中，相对于其他感受，如惊讶 

surprise, 敬畏 awe, 放松 relaxation 这些更为即刻、短暂的感受等，较为稳定的荣耀感

更为经常地、程度不同地出现在不同个体高管身上，其次，心理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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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表明，荣耀感对于工作行为和结果的影响都非常大 (Hu and Kaplan, 2015)。 因而，研

究企业家的荣耀感对于其行为，表现为公司战略决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第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并存贡献着社会财富，而其运行

机制则大相径庭，因而在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高管在荣耀感及其影响

（consequences）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于与西方经营环境较为相似的民营企业，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在中央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centrally managed capitalism, Lin, 

2011）下，政府作为股东的国有企业承担着很多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的投资或运作，因而

作为主要行动人的国企高管拥有很大的事业舞台和工作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而在最为直接的汇报——薪酬制度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由于

受到政府有关部门（如国资委）的管制，表现在与普通员工的薪酬比设置在一定比例之

内，因而其薪酬水平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因而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具有较大

的差异（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2005），总体来说他们的薪酬要远远低于民企和外企

的高管。有研究表明，对于国企高管来说，收入并不是主要的激励因素（王宜林，

2014），他们显然在高收入和其他目标间进行了选择。很多人却对工作有着积极正面

（positive）的感受，其中主要的一个感受就是工作和事业舞台带来的荣耀感（pride），

进而对工作及其工作的组织有着很高的承诺度和敬业度。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和实践环境中，研究中国企业高管的荣耀感及其对公司战略决策选

择的影响是一个既有理论贡献，也会有相当实践价值的议题。 

1.2 论文的主要内容、理论观点和整体结构框架 

基于以上观察，本论文据此系统研究企业高管的荣耀感对于公司战略决策的影响，具

体而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 企业高管职业的荣耀感的内涵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

面？2.企业高管荣耀感的高低如何影响其在公司中的战略决策选择的。3. 荣耀感对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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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策的影响的作用条件，即环境政策变化如何影响，影响的机制是什么？我提出了两

个基本理论思路。第一，由于荣耀感是对实现了内心目标的一种情绪反映，包含了来自个

人内心实现金钱收入之外的人生抱负和国有企业提供的事业舞台和社会环境支持之间的契

合，而非经典的个人付出努力而得到组织给予的外在回报这样的交易型关系，具有不同价

值观的高管人员对各种目标的追求有可能不同，而国企高管工作的组织环境和社会环境更

适合那些较为重视地位和为社会做贡献的人，所以我提出在价值观上那些更重视被信任

感、社会地位和为社会做贡献的高管将比其他高管具有更多的荣耀感。因而荣耀感的来源

和内容不是单一的，由此可以进行荣耀感的多维度探索，据此将高管的荣耀感分为世俗荣

耀感和神圣荣耀感两个维度。第二，基于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的理论，高

管荣耀感对于公司战略决策的作用效果取决于个人和组织环境之间的心理契约的强度、持

久性，任何内在或外在力量导致的心理契约的违背都会对荣耀感作用的强弱起到直接的影

响作用。由于十八大后中国新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对国企高管所处的制度环境带来了重要变

化，我提出这些制度变化对具有不同水平的荣耀感的高管的行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高管荣耀感对公司战略决策的影响，我主要关注围绕创新，探索商业创新（business 

innovation）和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企业推行战

略创新和战略变革的程度，因而有关企业商业创新的议题不是一个新的题目，有大量文献

从制度因素、公司目标等因素进行了探索，而目前对战略创新和战略变革的研究还没有考

虑到高管的感受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本论文拟提供一个高管感受视角的解释，探索企业高

管的荣耀感对于企业战略变革的意愿（战略主动性，proactiveness）和行动(strategic 

change)的影响。 

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是创造社会价值（social value），能对公共大众有益

的行动，它区别于传统关注的企业来自于投资者、客户和自身员工的价值创造（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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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Phills, Deiglmeier, and Miller, 2008）。鉴于传统观点认为考虑社会问题（的改

善）并非盈利性组织的初衷，因而一方面，在商业组织研究领域，相比商业创新，特别是

技术创新，社会创新的研究也非常少，仅有的一些研究也停留在企业社会责任（CSR）的

研究，如探索 CSR 对于商业组织的合法化功能（Marquis and Tian, 2014）等。另一方

面，即便社会创新近几年来得到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广泛关注，但商业组织（commercial 

organization）在发展社会创新中的角色和作用依然被忽视（Phillips, Lee, Ghobadian, 

O’Regan, & James, 2015）。 

我提出企业高管的荣耀感会提高他们对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意愿和行为的程度，以及

企业致力于社会创新的程度，而这种影响受到其感知到的和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违背程度

的调节作用。本论文从国企高管荣耀感的新颖视角来探讨战略变革，力图提供一个新的理

论视角，解决当前商业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来源和影响因素的实际问题。 

论文的主要结构是：第一章阐明选题的动因和意义、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第二章对

有关文献进行回顾；第三章基于心理学对荣耀感的研究理论，探索企业高管荣耀感的概

念、内涵和维度，以及开发荣耀感的量表（研究一）；第四章建立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系统地探讨荣耀感对企业高管的行动意愿以及公司战略决策的影响；第五章是实证研究，

详细地阐述荣耀感测量量表的开发、数据收集过程、对主要研究变量的测量、相应的统计

模型，并汇报结果（研究二）。第六章是讨论部分，集中探讨论文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

义，研究结论，阐释本论文的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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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本章对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回顾，主要分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高管人员的个

人特征对组织行为及绩效的重要影响，着重关注作为个人心理感受的研究缺失；第二部分

回顾有关荣耀感的有关文献，澄清荣耀感的定义，影响因素和对行为的影响；第三部分回

顾西方有关人生目标的文献，关注中国企业高管的人生目标的独特性或普适性，与西方经

典文献进行比较；第四部分回顾荣耀感对个体行为影响的文献；第五部分回顾国内外对于

中国国有企业高管的研究，主要从国内文献入手，强调国企高管的角色定位、行为特征及

其激励机制。 

2.1 高管人员的个人特征对组织行为及绩效的影响 

 在美国现代公司的发展史上，有关企业高层管理人员(Executive, 尤指 CEO)的研究

占在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公司治理等领域均占据了核心议题。这是由公司高管在公司发

展中的核心作用决定的。 

 组织行为和领导学领域的文献主要集中在领导者的人格特征、领导行为对于下属成

员的工作态度、工作绩效，和团队的士气、团队绩效等的影响，其中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

是：企业领导者的个人特征通过影响下属（中、基层管理者或基层员工）及其团队的工作

态度、行为以及绩效从而对公司层面的行为和绩效产生影响。 

在战略管理领域，与传统的经济学如制度经济学理论将企业看做行动者（actor）,将

高管看做实现行动者目标的工具（instrument）不同的是，高阶理论（Hambrick and 

Mason, 1984）提出企业是高管人员的个人特征的反映，在这里，企业作为工具被作为行

动者的企业家或高管个人（actor）用以满足个人目标 (Thompson, 1967; Finkelstein, 

Hambrick, and Cannella, 2009)。这一理论假设激发了大量企业家个人特征，如人口统计

特征（Pfeffer, 1983）对于公司战略决策和绩效的影响（请见 Finkelstein et al., 2009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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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文章），近年来少量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家的固有心理特征，如人格特征（regulatory 

focus, Gamache, Mcnamara, Mannor, and Johnson, 2015; narcissism, Chatterjee and 

Hambrick, 2007;）、价值观（e. g. Chin, Hambrick, and Trevino, 2013）等对于企业战略

决策行为、公司治理及其企业绩效的影响。如 CEO 的自恋型人格特征对于战略动力性和

宏伟性（strategic dynamism and grandiosity）、收购的数量 、公司业绩的影响  

（Chatterjee and Hambrick, 2007），对于公司采取跨组织的模仿收购和兼并战略和国际

差异化战略的影响（Zhu and Chen, 2015），对于公司 CSR 的影响（Petrenko, Aime, 

Ridge, and Hill, 2015）；又如 CEO 的 regulatory focus 对于公司购并的影响（Gamache 

et al., 2015）；CEO 的外向型人格对于公司收购和兼并行为的影响（Malhotra, Reus, 

Zhu, and Roelofsen, 2017）。最近几年，对 CEO 等高管的个人心理特征的关注朝向价值

观，如研究美国 CEO 的政治倾向（political ideology）对于公司 CSR 的影响(Chin, 

Hambrick, and Trevino, 2013)，董事会的政治倾向对于 CEO 薪酬决策的影响（Gupta 

and Wowak, 2017）。 

     纵观西方战略管理的理论界对于企业高管的研究，虽然研究的数量越来越多，层次日

益丰富化，但对于企业高管（包括 CEO）的关注重点，在于高管的个人人口统计特征、以

及固有的心理特征如人格、价值观等对于公司产出的影响，而在这样的研究中，一般考虑

的心理影响机制在于这些特征如何影响高管的认知和动机特征，而心理学中丰富的有关情

感的研究基本进入管理学的相关领域，很少有研究关注企业高管人员的心理感受, 至今只有

一篇研究西班牙银行业的高管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倾向（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如何影响战略从众（strategic conformity）（Delgado-Garc ́ıa and De La 

Fuente-Sabate, 2010）。本论文关注的企业高管的荣耀感，将心理学的感受研究与管理领域

高管的研究整合起来，考虑其对公司战略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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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文献分析也可看出，目前研究高管个人特征的战略结果变量主要集中在公司

的收购兼并决策及其效果上，而对其他方面的战略决策涉及不多。本研究关注公司战略决

策过程，探索高管个人的情感特征——以荣耀感为核心，如何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动力和

战略变革。 

2.2 高管人员的荣耀感及其作用 

2.2.1 荣耀感：概念和定义 

在诸多心理功能的范畴中，荣耀感是一个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情绪体验(Tracy and 

Robins, 2007)。它是心理学领域(basic psychology)里最主要的一种与自我意识相关的感

受，近年来开始受到心理学家关注 (Orth, Robins, and Soto, 2010; Horberg, Kraus, & 

Keltner, 2013)，虽然数量还很少。心理学研究将荣耀感定义为当感知到的成果超过预期

或社会标准时产生的一种积极的情绪 (Hodson, 1998; Verbeke, Belschak, and Bagozzi, 

2004)。Mascolo和Fischer (1995)则指出社会情境对形成个体荣耀感程度高低有重要作

用，他们将荣耀感定义为“当个体因做出对社会有价值的成果或者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而受到赞扬时产生的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p. 66)。从本质上来说，荣耀感确实是一种由

于自身成功、地位和能力受到褒扬而激发出的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Horberg et al., 

2013）, 伴随着愉悦和意义感 (Hodson, 1998) , 是很多行为背后的潜在动因，如自我提

高行为。相比其他暂时的、不稳定的情绪体验而言，荣耀感是一个高度确定的 (Smith 

and Ellsworth, 1985) 、自我可控的情绪体验(Dunn and Schweitzer, 2005)。 

在西方文献里，荣耀感这种主观感受来源于个人成就，是跨情境的，与自我尊重

（self-esteem, self-respect）密切相关 (Brown and Marshall, 2001)，并且进一步强化能

够产生荣耀感、自尊和自我价值感的行为。因而，不断增强的自我价值感是区别荣耀感和

其他积极情感体验如愉悦、感激的核心特征 (Hume,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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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高管荣耀感的作用     

就荣耀感的作用机制而言，荣耀感体验提升了个人产生积极行动并取得成就的动机 

(Herrald and Tomaka, 2002; Verbeke et al. , 2004; Weiner, 1985; Williams and DeSteno, 

2008). 荣耀感体验使得个体能够坚持不懈、更加努力地挑战困难和乏味的工作，并且帮

助他们追求成功 (Williams and DeSteno, 2008). 有研究表明，失去荣耀感使得个体感受

到自我受到威胁，是激发反社会行为（antisocial behaviors）如攻击行为的原因之一 

(Bushman and Baumeister, 1998)。 

第二，荣耀感提升了个体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 主要原因可能是通过荣耀感的

展示向他人反映了人们的成功感，使得他人将观察到的这一情感作为个人成功的信号 

(Cheng, Tracy, and Henrich, 2010; Shariff and Tracy, 2009; Williams and DeSteno, 

2009), 因而荣耀感能加强信号作用，有利于个体在有关社会阶层上的位置的谈判 (Oveis, 

Horberg, and Keltner, 2010)。 

但是荣耀感并不总是积极、有效的。一个广为接受的概念范畴是 Tracy 和 Robins

（2004）将荣耀分为真实性荣耀（Authentic pride）和傲慢性荣耀（ hubristic pride）

的双结构模型。在此模型中，真实荣耀感源自个人的成就，源自个人能够控制和实施的行

动或事件带来的成功，因而往往伴随着自我价值的真切感觉 (Tracy and Robins, 2007), 

会将成功归因为稳定的、内部的因素；而傲慢性荣耀与自恋的自我夸大效应相关 (Lewis, 

2000; Tracy, Cheng, Martens, and Robins, 2011)，傲慢荣耀的负面效应被认为是导致管

理行为不当的主要原因 (Chen and Wang, 2012)。  

因而，当个人感受到自己能对积极成果负责时，能够经历到真实荣耀感 (Kornilaki 

and Chlouverakis, 2004)，故带来更高水平的自尊 (self-esteem) (Tracy and Robins, 

2007), 更积极的情感 (Stanculescu, 2012)，心理更健康 (Tracy & Robin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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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荣耀感对于社会行为至为关键，但却在社会-个人文献中不被关注 (Kraemer and 

Gouthier, 2014)。虽然最近有关荣耀感的研究正在迅速增加，但当前文献的研究也主要集

中在荣耀感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上，研究荣耀感决定因素的研究还很少。  

2.3 荣耀感对于行为的影响 

对于在组织中工作的员工来说，荣耀感是一个有力的内在驱动因素，能预测个体积极

的绩效行为和负面的人际行为表现 (Tracy and Robins, 2007)。因为组织可被看做个体联

合起来工作以实现集体目标的社会组织(Allen and Sawhney, 2009), 因而荣誉感对于工作

完成和人际过程上的重要影响，会进一步对组织的行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Although theorists often portray pridefulness as an impediment to moral behavior, 

Hart and Matsuba (2007)认为荣誉感能够提升神圣行为，这一点也被Michie (2009)的研

究证实，他们发现organizational leader's propensity to experience authentic prid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rosocial altruistic behavior, an action fo personal sacrifices for the 

sake of the organization as a whole and employee well-being。Boons, Stam和Barkema 

(2015) 认为，荣耀之感在网络众包平台公司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发现，这

种荣耀感能直接驱动平台上成员的合作行为。 

    最后，荣誉感可以承担重要的适应性职能 (Tracy and Robins, 2007) ，如创新。有

学者认为，荣誉感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和清晰 (Hu and Kaplan, 2015), 

因为两种不同的荣耀感的功能是不同的。当员工将创新绩效看做其成就实现的核心部分

时，真实荣耀感能提升其创新绩效；否则就对创新过程影响微乎其微。与此相反，傲慢荣

誉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则很小，甚至是负面的，因为其与自恋紧密相连，必将带来对于绩

效的夸大评估，并产生对于成功的不切实际的错觉，这些会减弱其对于创新过程投入努力

的动机，除非他们的创新绩效能像“展示”一样被看到。综上所述，我认为，高管的荣耀感

会加强其进行创新性行为的动力，并进而对事物进行改变，从而采取创新性、进取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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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但这种关系又随荣耀感的不同成分而不同。 

Spraggon和Bodolica在其概念性文章中指出，真实荣耀感（authentic pride）, 可担

当情绪自我规制的一个机制，使得公司高管能够管理其自身的社会行为 (Spraggon and 

Bodolica, 2015)。因而，公司高管的荣耀感有可能承担治理的职能。 

总之，荣耀感作为反映主观意识的感受(self-conscious emotions)对个人自身以及周围

环境都产生正面的影响，是心理学领域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研究国企高管的荣耀感对

理解高管的感受以及其认知和行为都有重要意义。 

2.4 荣耀感的决定因素 

在关注荣耀感的不多研究中，对于什么因素影响荣誉感的高低的研究更少，尤其是作

为企业高管人员的荣耀感是哪些因素决定的研究更是加微乎其微。例如，Kornilaki 和

Chlouverakis (2004) 检验了荣誉感的情境决定因素，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年龄在7—11岁

的儿童。不同的情境和个人特征因素会增加或减少积极情绪发生的可能性。相关文献提出

了荣誉感的两种类型的决定因素：情境因素和个人禀赋因素。 

2.4.1 情境因素 

组织政策和制度 Organizational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有关报酬和认可的组织政

策和制度会对情绪产生影响 (Brief and Weiss, 2002)。Hu and Kaplan(2015)发现，倾向

培育竞争性文化的绩效管理和薪酬政策能正向预测荣耀感，因为这样的政策将可视的个人

绩效放在重要地位 (Triandis, 1989)，而荣耀感常常反映了对于成就的积极情绪反应

(Harris, 1989)。 

工作所需的资源Job resources: 荣耀感会受到工作中拥有的资源的影响 (Kraemer 

and Gouthier, 2014). 如果组织能提供充足的工作所需资源，员工往往会感受到荣耀；反

之，则员工的荣耀感会降至低水平。他们对于客服中心的调查支持了这一论断，他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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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资源如自主性、主管的关怀、团队支持等会正向影响荣耀感。另外，自我提升（self-

enhancement）的一些行动会增加个人的荣耀感 (Tracy and Robins, 2007)，如有研究显

示感知到的工作重要性是志愿者组织里志愿者荣耀感的前因决定因素(Boezeman and 

Ellemers, 2008)。 

2.4.2 个人因素 

绩效目标: 不同的目标带来了不同的评估标准从而导致不同的情绪 (Pekrun, Elliot, 

and Maier, 2006)。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种绩效评价标准很重要: (i)行动和结果的可控

性，即个人感知到自己能够影响和控制自己的行动及其结果；(ii) 这些行动和结果的主观

价值(Pekrun, Frenzel, Goetz, and Perry, 2007) 。这两者对于企业高管的荣耀感的产生和

程度高低至关重要。 

基于绩效的目标关注成就活动的结果，因而会增加感知到的可控性，促进产生积极价

值的成果，进一步提升基于积极成果的情感体验，如荣耀感 (Pekrun et al., 2006)。因

而，基于绩效的目标应该与工作中体验到的荣耀感正向相关 (Harris, 1989; Hu and 

Kaplan, 2015)。 

人生目标：如上所述，荣耀感来自于个人的行动结果超过了个人或社会期望。因而个

人的人生目标体现在哪些方面，其标准如何，对于荣耀感的产生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本论文中，我将针对中国企业的环境背景，通过深度访谈形式提炼高管基于内容和

来源的荣耀感的内涵和维度。这部分工作将在第三章展开。 

2.5 有关中国国有企业高管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研究 

2.5.1 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及政策制度的演进 

    从1980年代起，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议题。早期是以企业控制权

和剩余索取权逐渐从政府手中转移到企业手中为特征的，即经理承包责任制（刘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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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这为经理追求短期利润提供了相当有效的激励（张维迎，1998），但承包的利润指

标由政府确定，强化了政府控制的力量，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政府和企业经营者真正分离开

来，国有企业演变成了具有行政干预特征的内部人控制企业（张春霖，1996）。到1990年

代初，以国家持股为主的方式进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逐步替代承包制，即由国务院建立国

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设多级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成为国有企业的股东，由政府

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后者监督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殖。随着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式之后，国有企业建立董事会、监

事会，法人治理结构的公司化改造全面展开，更有大量的公司改制为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但是这一改革并未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国有资产管理公

司的仍然是政府官员，他们作为国家股东的代表，却不是资本所有者，这就造成了所谓的

“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张春霖，1996），他们只有权力却没有动力、也没有风险去选择胜

任的企业经营者并对其进行充分激励，其手中的投票权是典型的“廉价投票权” (Harris and 

Raviv, 1979)。因而国有资产经营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有激励的人，没有充分的

激励机制，有才能的人再多也于事无补，没有激励，更高的才能或许还可能意味着对公有

财产的更高明、更大量的盗窃和浪费（李笠农，2000）。国企高管的法定收入过低，激励

不足而导致谋求其它形式的激励。进入21世纪后，因贪污、受贿等原因导致的企业家和政

府官员的大规模“落马”，便是一个证据。 

自此之后，国企改革在政策层面上就处于停滞状态，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没有清晰的

制度安排，直至 2015 年 8 月 24 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

导意见》也未有实质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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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中国国有企业高管的角色定位及其行为特征 

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两种形式：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股份控股的股份公司（包括上市

公司）。第一种国有企业的股东和第二种国有企业的主要股东均为国家，代理为各级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理论界对于中国国企高管行为的研究走向了两个方向，早期关于国有企业高管的研究

主要遵循西方经典的代理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将其看做是一个代理人，

研究集中在企业高管的行为特征，以及薪酬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很多不同甚至矛盾

的结论。如国企经营者本身存在“败德”动机为其产生败德行为提供了可能性，而现代国有

企业与生俱来的“生理”缺陷，为败德动机变成行动提供了有利环境（冯根福, 1998）；一些

研究关注到中国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对经营者行为模式的影响，提出中国企业高管表现

出异于西方企业高管的行为特征，首先他们是风险厌恶型的，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

制度环境中，只要无过，经理职位的风险就降至最低；第二，在经理的职位风险被锁定之

后，经理行为会转向风险爱好型（王珺，1998），王珺从博弈论的角度，通过对经理人员

与行政组织的重复性博弈，与企业组织的一次性博弈研究，提出了国企经营者的双重博弈

假说，指出了行政组织作为强激励主体是导致国企经营者在长期关系中出现短期行为的制

度性根源（王珺，2001）。在二十多年的国企改革中，政府选派国企经营者的组织制度基

本无改变，即企业高管受命于行政组织，而工作在企业组织，因而“真正愿意长期在国有

企业工作下去的经理是很少的。越来越多的人是把企业看作跳板，一个任期干下来，取得

一些成绩，然后离开企业谋求高就”（陈惠湘, 1997）。这一被王珺(2001)称为“努力实现晋

升，然后退出企业”的行为模式似乎成了 1990 年代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最优选择。 

也有学者根据管家理论（Davis, Schoorman and Donaldson, 1997）提出了不一样的

理论基础假设：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下，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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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机会主义的偷懒者，更可能表现为一个利他的“管家”（李绪红，2004）。他们并不以

金钱报酬作为第一目标，他们把国有企业作为事业的舞台，希望从工作中得到内在的满足

和自豪感，希望自己的成就得到体制和他人的认同。他们对组织的承诺(commitment)程

度越高，会将个人形象和公司的声望整合起来，他意识到自身利益是与公司乃至所有者的

利益紧紧相联的，即便他不拥有公司的股份。  

2.5.3 关于企业经营者的激励问题 

张维迎在对中国改革的历程进行分析后，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

是企业经营者的激励问题，二是企业经营者的选择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在解决经营

者的短期激励问题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但没有解决长期激励和经营者的选择问题。据此张

维迎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张维迎, 1998）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以产权

的私有化为前提，而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国企

高管应凭借其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取得剩余索取权，参与企业收益分配（谢京生,2001）。   

就激励的内容而言，黄群慧（1999）提出包括报酬激励、控制权激励、声誉激励和竞

争激励在内的四种激励类型。由于社会文化的长期沉淀和政治、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对于

国企高管除了经济激励以外，社会责任感的道德激励、升官晋职的权力激励和政治地位激

励也是重要的方面（郝和王，2000）。很多学者重点考察了薪酬激励的作用。吕长江等人

（2009）研究了上市公司给予股票期权的动机问题，他们提出股权给予的激励说和福利

说，认为公司给予经营者股票期权可能是为了起到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使得经营者能够

根据股东的最大化利益原则经营企业，也可能是为了机会主义地给予经营者福利。吴育辉

和吴世农（2010）研究了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用于制订股权激励方案的绩效考核指标

的特征，发现决定其股权激励方案的绩效考核指标的设计方面异常宽松，体现出管理层的

自利行为，而且这一特征并无所有制差异。吴联生、林景艺和王亚平（2010）对于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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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在中国，与民营企业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正向额外薪

酬能够有效激励企业高管不同的是，国企高管的正向额外薪酬与企业业绩没有发现相关

性；而负向额外薪酬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均未发现有显著效果，即惩戒作用没在现实中体

现。他们的解释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且受到薪酬管制，因而正向

额外薪酬的激励作用得不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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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业高管荣耀感的概念内涵和结构 

在本论文中，我确定了三个具体的研究问题：1. 企业高管对于他们的职业的荣耀感的

内涵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2.企业高管荣耀感的高低如何影响其战略意图以及公司的

战略决策的。3. 荣耀感对于公司战略决策的影响的作用条件，即环境政策变化如何影

响，影响的机制是什么？  

高管的荣耀感来自于对其追求、并经社会认可的人生目标及其标准是否达成而作的评

判，虽然文献中已经有经典的区分—真实性荣耀和傲慢性荣耀 (Tracy and Robins, 

2007)，但这一区分本质上是基于荣耀感作为一种感受的表现形式，而非基于荣耀感的内

容，即导致企业高管产生荣耀感的因素。心理学和组织行为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关于领导

者的荣耀感的研究聚焦在对下属的工作行为和态度，或团队士气和绩效的影响，这时领导

者荣耀感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该荣耀感的表现被下属观察、捕捉和正确感知，而对下属的行

为和态度起作用的。而在预测企业高管的荣耀感对于公司战略决策的影响时，荣耀感作为

一种感受的表现形式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基于什么内容产生荣耀感，这才是对其创新意

愿、行为及其公司战略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要素。换句话说，文献中真实性荣耀和傲慢性

荣耀的分类本质上是将荣耀感作为表现形式的（expressive）概念范畴（Tracy and 

Robins, 2004），而本论文研究的荣耀感本质上属于内容的（substantial）概念范畴。因

而在本研究中， 我首先探索楚荣耀感构念的内容属性，即其的内涵、由哪些维度构成，

这是本论文首先要着手研究的理论问题。 

为此，在本章中，我首先通过首先运用深度访谈方法，抽取具有代表性的、覆盖不同

类型所有制企业的高管人员进行访谈，根据访谈结果总结归纳出企业高管荣耀感是基于哪

些他们看重的人生目标的实现，进而确定荣耀感构成的基本维度及其分类；以此为蓝本，

进一步在一个 50 人的 EMBA 班级里发放了开放式问题的问卷，请这些企业高管学员们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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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他们的工作在哪些方面能够使得他们感受到荣耀？据此对荣耀感的内容构成进行验证和

补充，形成荣耀感的内涵和基本内容维度。 

3.1 深度访谈——探索 pride 构念的内容  

3.1.1 样本 

为保证访谈样本覆盖有着不同人生目标、及其决定的不同行为模式和不同职业道路选

择的所有高管，我选择了 6 位企业高管进行访谈，分别为国有企业 4 名，包括在位的、升

职一年以内的、主动离职下海的、根据组织安排转换到政府部门的前企业高管，以及民营

企业公司创立者 1 人，担任 CEO 的职业经理人 1 名。他们的背景描述见表 1。 

选择的样本中包括离任国企高管的原因在于，通过两个对比（一、对比离职高管和在

职高管荣耀感构成的可能的不同；二、对比离职高管的离职原因，在离职前后荣耀感的可

能的变化），了解荣耀感的水平差异及其变化的原因，以及离职是否来自荣耀感的变化，

帮助更好地发掘荣耀感的构成要素及其对高管行动意愿和行为的影响。 

3.1. 2 访谈问题 

访谈问题包括： 

1、个人简单的背景资料及其经历（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国企工作起止时

间，现在工作单位、岗位，每一个转换点） 

2、在公司工作的获得? Gain and loss,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benefit and cost ? 

Overall feeling about being an executive in the firm? 

3、请回忆一下，当时入职时的感受（feelings）？这样的感受何时发生了变化，请告

诉每个变化的大致时间点，变化成什么样，什么原因造成？当前工作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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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访谈对象的个人背景信息 Interviewees’ Profiles 

Interviewee #1 #2 #3 #4 #5 #6 

Current position Public-listed POE 

founder  

CEO CEO Vice  

president 

CEO CEO 

Age 58 54 48 39 37 40 

Gender Male Male  Male Male Male Male  

Education  Bachelor Master Master EMBA Bachelor EMBA 

Industry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Banking City infrastructure Real estate Printing Investment 

Firm ownership POE SOE SOE POE POE  POE 

Previous position 

 

SOE manager 

 

Government  

official 

SOE vice president Depart. 

head 

SOE general 

manager 

TMT 

member 

Tenure in SOE 10 years 2 years 22 years 0 12 years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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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Your life/career goals？体现在哪些方面，重要性顺序。 

5、离职情况 

5a、(在职者，包括最近升职者) 是否考虑过离开（没有；有），如没有，why did 

you stay?(原因)；未来怎样打算，最吸引你在国企工作的因素是什么？Will the career 

in SOE allow you to achieve your life goals in the future? 

5b、(前任国企高管、现任政府官员)何时考虑离开的？是组织要求还是自己愿意？

在国企任职和政府任职感受方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相同的地方是什么？ 

5c、(自己创业、到 POE 或外企任职) 何时考虑离开的？当时离开最大的动力来自

什么？在国企任职和现在的工作选择感受方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相同的地方是什

么？ 

6、对于你的事业发展成功与否的判断，以及感觉（荣耀感、满意度、挫败感等），是

否跟其他企业高管做比较，是跟在同样国企的其他高管比，还是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企业

高管比？比的话，怎么比法？比什么、哪方面？ 

7、如果荣耀感高的话，会让你在公司的经营和投资（或战略）决策中更愿意去做哪

些事情？ 

3.1.3 访谈结果：荣耀感基本构成维度的提炼 

通过深度访谈和观察，我总结归纳出企业高管人员的荣耀感的关键构成有四个维度：

职业回报， Social contribution 社会贡献、social status 社会地位、Superior（被组织和

国家认可为精英）、Laurel 归属感、低收入 indirect pay。 

职业回报 Career prospect 

作为企业高管，访谈的 6 位企业高管，无论来自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提到了

职位本身的带来的职业回报，包括事业发展平台和职业前景、自身角色对公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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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带来的成就感，工作的自主决策权和基于工作的丰厚回报等等。如#1 提到“作为自创

企业的 CEO，与以前做体制内的企业中层相比，企业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有了很

大的舞台，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业务，可以挑战自己的能力极限”。#3 是一位民营企

业的 CEO，二代接班人，他提到，“虽然不能有丝毫懈怠，但赚的钱都是自己的，而且我

的公司我说了算，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公司可以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 

关于物质回报，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出现了不同的理解。“Sacrificed income

牺牲型收入”是国企高管区别于其他所有制高管的荣耀感的特别内容。知晓长期的国家对

国企高管报酬的管理政策，他们已经习惯于相比其他所有制企业高管的相对低收入，并将

其感知为自己荣耀感的一部分。即工作的物质报酬能够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即可，不是为

追求奢华生活。民营高管也对此表示了认同，如#5 谈到自己当初离开国企系统，就是最

终选择了收入，说还在系统里做的国企高管都是“悲壮的英雄”。他们的荣耀感来自为使命

在工作，宁愿牺牲自身的物质利益和收入。 

社会地位 Social status 

就纵向比较而言，社会地位是区别于普通员工，导致企业高管荣耀感的一个重要维

度。这也是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所有高管都提到的一个要素，他们为自己作为

“社会精英”的声誉而自豪。如#2 提到“作为企业家，受到社会的尊重”，#5 提到，“自己的

工作被孩子的学校的学生家长羡慕”。 

但就这个问题，国企和民企的高管有不同的感受，主要体现在不同所有制高管之间的

比较。就横向比较而言，中国长期的官本位价值观，以及自 1955 年开始全国实行的国企

高管的行政级别与政府官员级别挂钩的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系统的高管的社会地

位，使得社会感知的国企高管的社会地位高于其民营企业的高管。虽然最近的政策变化，

但这种感受依然存在。如#6 民营企业创始人提到“国企里有着大量精英，素质、人品都很



 

23 

高，现在国企限薪好啊，正好我可以挖一批国企的人来我公司”。#3 说“我虽然收入不如那

些自己做公司的人，但大家都很尊重我们，社会地位不一样”。 

组织归属 Laurel  

在访谈中，这是一个在国企和民企高管中感知存在较大差异的维度。首先，长期以来

在党管干部的政策下，国企高管和政府官员可以在相互间自由流动，国企高管职位来自政

府任命并接受政府体制管理的模式（Lin, 2011）下，国企高管心理上对工作着的单位及其

政治体系有一种归属感 (belongingness)，认为自己是属于“组织的人”，属于体制内的

人，如访谈对象#2，提到“我属于国家，国家也是我们的，我是在给国家打工，能为我们

国家、我们国家的企业做事，感到光荣和满足”，#3 提到“自己最大的荣耀感来自于是体制

内的，觉得跟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二，多年的计划经济不仅给国企高管以“国

有资产保值、增殖”的使命，还赋予他们家长式的角色，所有的职工都象一个大家庭的孩

子，对他们的身家性命、吃饱穿暖负有绝对的义务。同时，强调“为人民服务”、“无私奉

献”的价值取向也教育和影响着几代人。虽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变革使得

很多政策、观念发生了变化，经济收益成为人们衡量成功和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但

原有制度及其形成的文化烙印还挥之不去，作为计划经济派生物的 “国有企业当家人”的

角色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心理上都保持着它的惯性，国企高管很少把自己看做西方代理

理论所界定的拿一分报酬做一分工作的纯粹打工者，即“代理人”；第三，国有企业的高管

的回报体系长期以来是模糊的，收入、管理权力、任职期限等并不都是载明在明确的合同

里，是政府和个人之间一种不具有约束力、但被双方默认的非书面协议。因而这种“被组

织和体制认可的感觉”（#5）是国企高管荣耀感的重要维度，而对民营企业的高管而言，

这一感知并不明显。 

社会贡献 Social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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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与组织归属维度相连的一个维度，体现在为能做一些不完全为趋利、承担社会责

任、可增进社会福祉的投资和经营而感到荣耀。如#3 谈到“看到我们国家的水污染、垃圾

处理难题，我就有意识地在这些年把公司资源倾斜，投入到环保产业，虽然回报比较低，

且短期看不到大的效益，但做些对社会、对大众有益，能够造福子孙后代的事儿，是义

务，也是荣耀。” 

在访谈基础上，我继续在一个 50 人的 EMBA 班级里发放了开放式问题的问卷，请这

些企业高管们描述他的工作在哪些方面能够使得他们感受到荣耀？根据答案将提炼出的企

业高管的荣耀感的构念的内涵进一步完整化和维度化，也为后续的量表开发完成了第一步

条目开发和第二步条目的汇总归类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访谈中被国企高管提及的“牺牲性的收入 sacrificed income”在开放

式问卷的回答中并未出现。为进一步鉴别该维度的普遍性，我在量表开发环节设计了两个

条目。同时，在开放式为题的回答中也得到了国企高管集中提到的基于不同所有制高管之

间比较的荣耀感的 1 个表述。最终，共得到 80 多个条目，将这些条目进行归类、合并，

得到荣耀感的四个维度和 17 个条目。 

3.1.4 荣耀感构念的定义及其维度划分 

荣耀感首先是自我聚焦的一种情感体验，是实现了自身内化的标准后经历的一种愉悦

的情绪 (Tangney, 1999; Tracy and Robins, 2004) ，基于以上访谈和开放式调研的结

果，将企业高管的荣耀感按照其内容来源——即对于获得和付出的差异的感受，分为两

类：世俗荣耀感（ego-pride）和神圣荣耀感（eco-pride）。世俗荣耀本质上是自我导向

的、因职位“获得”而产生的荣耀 (Pride due to obtaining)，主要指职业回报，包括成就

accomplishment，事业舞台、自主决策权，比别人优越和更为成功 superiority；神圣荣

耀包括两个来源，一是以个人的付出和牺牲为他人和社会的福祉做贡献（Pride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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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to contribute to the broad society with self-sacrifice），即社会贡献 social  

contribution；二是自己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精英分子，得到组织和社会尊重为特征而产生

的荣耀，即被社会认可和被组织接纳——归属 laurel。  

从比较对象来看，职业性的回报和被尊重认可的维度，本质上是基于纵向比较，即与

比自己职位低的其他管理人员和员工的比较。而为社会做贡献和牺牲性收入则是不同所有

制高管内部的比较。牺牲性的收入 sacrificed income 带来的荣耀感是国企高管特有的，也

和世俗荣耀中的职位带来的财富回报不相一致，本质上基于不同所有制高管之间的比较。   

荣耀感的类型及其主要构成维度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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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企业高管人员荣耀感的类型及其构成维度 

Types Dimensions Main components 

Ego 
pride 

世俗的

荣耀  

Superiority  能力被认可 

Career 
prospect  

 比较大的事业舞台； 

 有业务决策的自主空间 

 位置重要性 

 经济回报 

Eco 
pride  

神圣的

荣耀  

Social 
contribution 

 做一些不完全为趋利、承担社会责任、可增进社会福祉的投资和经营 

Laurel 
 是“组织的人”：我属于企业、企业也属于我，是当家人（主人翁），而不是纯粹的打工者； 

 能为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企业做事，感到光荣和满足 

Social status 

 社会地位高，受到社会尊重 

 被其他人羡慕 

 国企高管的社会地位高于其他所有制（民营、外企）企业的高管 

Sacrificed 
income  

牺牲型收入 

 接受相对市场价格较低的收入，安贫乐道（国企） 

 能够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即可，不是为追求奢华生活（国企）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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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企业高管荣耀感的量表开发  

在提炼出的企业高管的荣耀感的构念的内涵及其维度基础上，我开始进行该构念定义

的操作化，开发出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具有足够信度和效度的量表。根据 Hinkin and 

Tracey (1999)建议的归纳方法，运用三个步骤进行量表开发。以以上所述的 50 名企业高管

的开放式问题的调研完成了第一步条目产生和第二步条目评价。首先根据 Clark and Watson 

(1995)建议的原则，将答案汇总，产生了有关荣耀感的 80 多个条目，在第二步条目评价阶

段，我和指导老师将大家所写的条目进行分类整理，合并为 17 个条目。最后一步是条目

测试阶段，请 202 位担任企业高管的 EMBA 学生就分类整理出的问题，以利克特 5 分量

表，就此 17 个条目对现任工作岗位给自己带来的荣耀感的高低进行评价。随后运用这些

样本的一半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 

 在开放式问卷的回答中，有一个维度“牺牲性收入 sacrificed income”出现了和访谈结

果不一致的情况。在访谈中，这是被国企高管提起的一个反映其荣耀感的维度，但在包含

国企高管和民企高管的开放式问卷中则未被提及。基于 202 个样本的 EFA 检验结果显示， 

“与其他所有制高管相比，我们的收入偏低”这个条目的国企高管得分（mean=3.7）显著高于

民企高管（mean=2.5）(p<.01)，本文旨在开发荣耀感的通用测量量表，为体现荣耀感测量

量表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的普遍适用性，故删去了这个条目。 

另外 2 个关于所有制比较的条目的表述不妥，“地位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高管”，“相对

其他所有制企业高管更大的事业舞台”, 这 2 个条目一方面从语义来说指向某一所有制高管群

体，无法体现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的普遍适用性。另一方面，各种所有制企业的高管在该 2

个条目上的得分无显著性差异，失去鉴别力，为此删去了这 2 个条目。今后在研究荣耀感的

前因变量，考察不同所有制差异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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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 13 个条目分布在 4 个因子上，其中条目 1-5 为第一个因子，解释力度为

23.31%；条目 6-8 为第二个因子，解释力度为 19.23%；条目 9，14，15 为第三个因子，解

释力度为 19.08%，条目 12，13 为第四个因子，解释力度为 11.23%。进一步考察因子相关

性，其中因子 1 和因子 2、3、4 的相关性分别为 .36 (p<.01)，.247 (p<.01), .233 (p<.01)，

而因子 2 与 3、4 之间的相关性分别为.584 (p<.01) , .432 (p<.01), 因子 3、4 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592 (p<.01)，可见因子 2、3、4 更可以组合成一个高阶变量，形成一个构念。为此，

考虑到概念的内涵和维度之间的相关性，我进一步探索将全部条目分成 2 个意义不同的构念

的可能性，故做了强制两因子的 EFA 分析，得到的结果和设想的构念的维度吻合，即原先

的因子 2、3、4 的条目 6-13 合成为一个因子，解释力度为 35.27%，原先的因子 1，即条目

1-5 为第二个因子，解释力度为 22.36%。EFA 因子分析的结果和强制两因子的因子负荷结果

见表 3。 

进一步的 CFA 结果显示，二因子模型的指标拟合符合要求（卡方 121.987， DF58， 

RMSEA0.074, CFI 0.948, TLI 0.93, SRMR 0.057）。 

将下来的第四章中我将基于总体荣耀感及其不同类型的荣耀感对于企业战略变革决策

意愿和决策行为的影响，进行理论模型和假设的构建。在第五章中，我将基于本章开发的

荣耀感的构念及其测量量表进行假设检验（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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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荣耀感量表的因子结构和负荷 

 测量条目 
因子结构 强制两因子 

1 2 3 4 1 2 

Ego-pride                                                                               

Alpha=0.84 

  

(1)  有业务决策的自主空间，受的干扰和干涉比较少 .859     0.814 

(2)  做至关重要的决策 .875     0.796 

(3)  有好的事业前景 .621     0.686 

(4)  通过努力获得相匹配的丰厚财富回报 .719     0.802 

(5)  感受到自身的素质是被认可的 .484  .479   0.645 

       

Eco-pride       

(1)  被周围人羡慕   .842  0.611  

(2)  受到社会的尊重    .683  0.691  

(3)  被社会大众看做“社会精英”   .704  0.709  

(4)  自己和国家、体制是紧密相连的，有归属感  .533  .539 0.796  

(5)  感受到自己是被国家和组织信任的人  .674    0.680  

(6)  感受到我们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  .541  .683 0.701  

(7)  寻找和发展一些兼顾社会责任和公司效益的业务机会  .849   0.783  

(8)  有使命去做一些可增进社会福祉的投资和经营  .779   0.751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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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4.1 企业高管的荣耀感与公司的战略变革 

战略变革 Strategic change，又称战略动力（ Strategic dynamism）,作为一种组织发

展战略，指公司战略变化的程度，是战略管理研究重点中的核心概念。战略变革是公司对

于必须采取变化以适应环境的需求的反应 (Brown and Eisenhardt, 1998, Carpenter, 

2000)。在论述战略形成过程时，Hofer 和 Schendel’s 将战略变革描述为一种行为过程： 

“定义组织战略的一种问题解决过程,” (1978, p. 46)，包括对环境、资源的分析，战略选择

方案的讨论，战略方案的评估，以及最终的选择。 

有诸多因素影响公司战略变革。研究发现，外部因素，如行业条件(Birkinshaw, 

Morrison, and Hulland, 1995), 组织因素如公司规模 (Chen and Hambrick, 1995), slack 

(Singh, 1986), 高管的更迭（Boeker, 1997; Cho and Hambrick, 2006; Fondas and 

Wiersema, 1997），高管构成（Wiersema and Bantel, 1992）和董事会构成与互动（board 

dynamics）(Geletkanycz and Hambrick, 1997; Goodstein, Gautam, & Boeker, 1994; 

Pearce and Zahra, 1992)，董事会的人力资本 (Haynes and Hillman, 2010)，以及其他的

一些情境因素会对公司战略变革的程度和规模产生影响。 

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情境因素以外，企业高管的个人特征与战略变化

的程度（the amount of flux, or change）相关。如 CEO 的任职时间 (Miller, 1991)会负向

地影响战略活力；CEO 的自恋程度与战略活力正相关（Chatterjee and Hambrick, 

2007）；CEO 薪酬 (Carpenter, 2000)。综合这些实证发现可以预见的是，基于个人的一

些特征，一些高管会比另一些高管更倾向于改变公司的战略方向或战略内容，即实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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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在本论文里，我沿着这条研究脉络，聚焦企业高管(CEO)的核心个人情感特征——

荣耀感影响制定并实施战略变革的过程，检验其对一系列与战略变革相关的变量，包括战

略主动性、战略变革行动、社会创新战略等的影响。 

4.1.1 企业高管的荣耀感与公司的战略主动性和战略变革 

战略主动性是企业家精神导向 (entrepreneurship orientation)的一个重要表现，根据

Miller (1983)，企业家精神导向是指企业能自主行动，响应环境变化, 面临市场机会时具

备创新和风险承担的态度，能够超前行动，参与产品或市场创新，进行有超前性的创新，

以此获得竞争优势。他们不会因受自身目前资源的限制，而放弃对市场机会之追求

（Stevenson and Jarillo, 1990）。战略主动性（proactiveness），是指愿意采用进取型战略

发展，表现在比竞争对手更多或更早地追求新的市场机会（Zahra and Covin, 1995），愿

意更多地进行创新型投资，即投资新领域、新项目，愿意更多地收购兼并，并看重创新和

变革，在研发投入和招聘优秀人才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 

荣耀感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正面情绪，有大量证据表明好的情绪让人更有创新性 (Baas, 

De Dreu, and Nijstad, 2008; Binnewies and Wörnlein, 2011)。在创新能力方面，首先，

心理实验显示好的情绪让人能看到表面上无关的事物间的潜在联系，把这些事物创造性地

联系起来，并且更好地解决问题 (Isen, 1999; De Drew, Bass, & Nijstad, 2008)；第二，

基于工作情景的研究也表明积极情绪可以让人更好地意识到现有知识结构内信息的相关性

并且更加灵活地思考 (Ashby, Isen, and Turken, 1999; Bledow, Rosing, and Flese, 

2013)。在创新工作的意愿方面，荣耀感与个体的自我价值和自我效能有关，因而从资源

保存理论（Hobfoll, 1989）的视角，它构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心理资源，作为内滋激励，能

http://wiki.mbalib.com/wiki/Miller
http://wiki.mbalib.com/wiki/%E9%A3%8E%E9%99%A9%E6%89%BF%E6%8B%85
http://wiki.mbalib.com/wiki/%E5%B8%82%E5%9C%BA%E6%9C%BA%E4%BC%9A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Stevenson&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Jarillo&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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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激发人们努力保存和提升（conserve and enhance）。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好的情绪让

人更加投入到工作中去 (如 Cropanzano, James, and Konovsky, 1993; Pelled and Xin, 

1999)。荣耀感可以承担如创新等的适应性功能（Tracy and Robins, 2007）。对企业高管

而言，进行变革通常要触犯各种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所以没有很高的对工作的投入是很

难让他们有勇气并持之以恒地切实地推进各项变革的。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积极正向的情绪感受，荣耀感对于企业高管进行战略变革的决策

提供了能力和思维方式的保证。在组织情境中，企业高管的高水平荣耀感能够使其更有意

愿进行创新 （innovation intention），更有战略主动性。因为领导者是公司战略的最重要

的决策力量（Westphal and Fredrickson, 2001），而关于企业家精神导向的研究得到的

共识是，企业高管是公司企业家精神导向能力的主要推动者（Engelen, Neumann, and 

Schmidt, 2016）。因而可以预见的是，企业高管高水平的荣耀感会对公司的战略主动性产

生积极正向的影响。 

从行动的视角来看，战略变革（Strategic change）是公司对于变化和适应环境的需要

的反应（Brown and Eisenhardt, 1998; Carpenter, 2000），从过程视角来看，战略变革是

定义公司战略的问题解决的过程，包括分析环境和资源，寻找和评估备择方案，并作出最

终决策（Hofer and Schendel, 1978）。如前所述，企业高管的荣耀感这一积极正面的情

绪能够激发和提高他们进行变革的动力，同时高水平的荣耀感也会使人更加愿意主动学

习，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保持敏感和接纳，更倾向于发现、定义和探索新的技术和创新，进

而能够提高他们推进企业战略变革的能力。Williams and DeSteno（2008）的实验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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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的荣耀的激励假设（the motivational hypothesis of pride），既不同于一般的积

极情绪，也不同于自我效能的荣耀感，能够激励人们对目标更加坚持不懈

（perseverance），即便面临短期的得失。综上所述，荣耀感带来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

上的提升，结合行动上面对困难的坚持不懈，有助于公司实施战略变革。实证研究也发

现，个体真实的荣耀感具有驱动他们发展有价值的技能和能力的功能（Williams and 

DeSteno，2008），从而带来绩效的提高（Weidman, Tracy, and Elliot, 2015）, 而董事

会的人力资本（反映了董事会成员的综合能力）正向地影响战略变革 (Haynes and 

Hillman, 2010)。 

相反，如果企业高管原先拥有的被信任感和主人翁责任感受到挑战，导致其荣耀感的

减弱，会使得他们更加考虑规避职业和仕途风险，威胁他们大胆全力做事的信念，强化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作为”心态。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  

假设 1. 企业高管的荣耀感水平越高，a）企业的战略主动性越强，b) 企业实行战略

变革的程度越大。 

4.1.2 高管的荣耀感与企业的社会创新战略 

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grand challenge）使得企业如何在利润考虑的同时关注社

会问题的解决 (George, Howard-Grenville, Joshi, and Tihanyi, 2016)，寻找两全其美的战

略决策成为近几年来企业界和学术界都在关注的重要议题。自十九世纪后期马克斯・韦伯

（Max Webber）提出社会创新以后，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促进经济有效性的观

点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Schumpeter,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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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是一种目标和手段都“社会化的”的创新（Ionescu, 2015）。从过程的视角，

它被定义为“开发或应用新的或改善的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以应对个体和社会面临

的社会和经济挑战” (Tanimoto & Doi, 2007)，从结果的视角看，它是将“创新思想和创新

行动”与“社会需求”的目标联系起来，通过采取创新性的行动和服务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满足社会需要的目标（Mulgan, 2006）。根据 Ziegler (2010), 社会创新是关于“实现能力

的新组合”(p. 256)，其演化需要商业企业和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之间的共同学习

（collective，interactive learning），以及“和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Phillips, Lee, 

Ghobadian, O’Regan, and James, 2015：p 449）。因而，从组织情境的视角看，社会创

新的的使命是通过社会企业家精神 （Social Entrepreneurship）、社会变革为社会问题提

供新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Phillips et al., 2015)。具体而言，这一系列的社

会问题构成了一个广义的光谱，包括从狭义的工作条件到广义的教育，从狭义的个体到广

义的社会变革，从狭义的关注健康和环境到更广泛的气候变化等诸多议题。 

虽然社会创新本质上和致力于商业创新以实现商业目标并不矛盾，但鉴于商业组织作

为一个组织的原始动力目标是商业目标，并不是为社会服务，社会目标往往被视作商业组

织目标的一个补充，或为了商业目标而服务，因此我的论点是，商业组织是否致力于社会

创新行动，或在社会创新中发挥作用，是更加依赖于企业领导人的主观特征。研究也发

现，在美国，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社会企业家精神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dwards-Schachter and Wallace, 2017) ，它提供了一个运用传统商业和市场导向的方法

来创造性地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方案 (Spear, 2006; Bacq and Alt, 2018)，如生产农产品

的公司致力于有机食品的开发和营销。总之，社会创新有三个要素：需求（社会性的需



 

35 

求），解决方案（创新性的策略，如研发和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的模式）和方案行动

的结果（个人、组织和社会层面的收益）。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的荣誉感能够提升神圣行为 (Hart and Matsuba, 2007)。

Michie (2009)研究发现组织中领导者的真实荣耀与利他等亲社会行为正相关，他们在论

述其发生机制时认为，人们努力实现目标或对社会为善，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的荣耀感体验

让他们感觉很好，能够增强他们被其他社会成员的接受程度和提升他们的地位status。因

而真实荣耀能既强化成就导向的行为，也能强化亲社会行为。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也发

现，在一个无法用物质利益激励的特殊组织情境——志愿者组织中，荣耀感能够提高志愿

者对其工作组织的承诺度（Boezeman and Ellemers, 2008）。Boons, Stam and Barkema 

(2015)论述并实证证实到，荣耀感具有正强化的机制，能带来身份认同，进一步促进个体

的群体导向的合作行为，即便是对于其身份认同对于其在群体中的行为表现没有多少约束

的“距离较远”的社会环境，如众筹平台中。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推断的是，荣耀感高的企业高管，其致力于对超出其自身和公司

利益以外的社会有益的社会创新意愿和行动也就越高。更愿意关注商业目标之外的社会目

标，为此采取行动和过程，发现、定义和探索机会，通过创新性的方式，创造新的业务机

会或革新现有的组织，以为社会福祉做贡献，包括为员工的幸福感、社区的发展进步，为

应对环境变化而采取创新性的成本节约，以及开发新的产品。于是： 

    假设 1c. 企业高管的荣耀感越强，企业实施社会创新战略的程度越大。 

进一步，由于社会创新涉及到追求本身和企业目标以外的社会目标，因而基于不同来

源的世俗荣耀和神圣荣耀对于组织社会创新的影响应该存在差异。世俗荣耀感更多地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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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工作带来的实际回报，是基于西方经典代理理论描述的有形契约的交易关系，即个人

投入能力、智力、时间、态度等，获取与之匹配的报酬，一旦一方减少投入，另一方则根

据书面契约的约定，因而也减少投入，面对对方的投入减少或未履行契约规定的责任，劳

方或企业高管或另觅高就，或减少努力、出现懈怠，而资方则依据激励性报酬条款减少给

予的回报，甚至惩罚或解职。因而有理由相信，相比较社会创新的使命和目标——有益于

社会，世俗荣耀高的企业高管可能更关注企业自身的发展目标。与此相反，神圣荣耀是建

立在被信任的、非短期交易的关系、基于感受到的外界认可和愿意付出做对整个社会的福

祉有贡献而非只提高自己财富的意愿基础上，因而，与神圣行为相连的神圣荣耀应该比基

于“获得”和交易关系的世俗荣耀，驱使企业高管更加致力于社会创新行动。于是： 

假设 2.相比世俗荣耀，神圣荣耀对于企业社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大。 

4.2 心理契约违背对不同类型荣耀感作用的调节效应  

荣耀感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社会情境在荣耀感的形成，以及荣耀感对行为的影响中具

有重要作用。虽然是一种积极的情绪，都能给企业的战略主动性、战略变革和社会创新带

来正面影响，但企业高管的世俗荣耀和神圣荣耀感的来源不同，因而在不同的条件下这种

影响的效应可能存在差异(produce divergent strategy implications)，这种影响将取决于企

业高管感受到的外部环境带来的心理契约违背的程度。 

4.2.1 对于不同类型荣耀感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调节作用  

心理契约被定义为双方基于交换关系的条款和条件而持有的对彼此的期望 (Kotter, 

1973; Rousseau and Tijoriwala, 1998)。对于任一方来说，它是一个许下双方互惠的责任

的承诺并付出努力以实现承诺的信念 (Rousseau, 1989, p. 123)。因而心理契约的违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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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方的期望产生显著的负面效果，大量的该领域研究也是聚焦在心理契约违背。当交换

关系中的一方没有实现或完成承诺的义务时，便出现心理契约的违背 ( Morrison and 

Robinson, 1997)。 

在组织情境下，心理契约产生自劳资双方在心理上认同持久的雇佣关系，定义了双方

对所尽义务和所得权益，及据此采取恰当行动的理解 (Rousseau, 2004)。 

在组织内部，企业和员工两方的契约关系具体体现在员工投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努力

工作，企业给予物质和非物质的回报。当一方的态度和行动发生变化时，另一方会体验到

心理契约违背（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本文自此以后用简称 PCB） (Robinson 

and Rousseau, 1994)。心理契约违背包括雇主的激励违背（perceived inducement 

breach，PIB）和劳方的贡献违背（contribution breach），前者是指，企业所代表的一方

不再实现对高管的承诺和责任（Robinson and Rousseau, 1994），如承诺给予的回报不再

履行，根据 Morrison 和 Robinson (1997)的定义，在本研究中，我将感知到的激励违背

定义为企业承诺的激励水平和企业高管实际获得的激励水平之间存在差异的感知。当存在

这样的差异时，高管认为信任不复存在，会感受到不公正对待（mistreat），从而经历心理

契约违背。企业高管是对于公司的战略选择和公司的命运具有重要作用的决策者，因而其

感受到的心理契约的违背对于公司所导致的负面效应非常大。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于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哲学以及管理制度发生了比较大的变

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显著减少了国企高管的实际收入，“想当官不要发财，

发财就不要当官”，在长期以来国企 CEO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明显低于劳动力市场薪酬

水平的情况下，进一步在全部国有企业实行了一刀切的按级别降低年薪的制度，已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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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长期激励（如期权）计划予以取消。这种降薪政策被国企高管感知为一种惩罚，即

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甚至是做得更好的情况下，不仅没受到奖赏，还受到惩罚。我在访

谈中发现，这是造成国有企业高管失望感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二，降低了国企高管的被信

任感。一系列的政策更加强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国企高管行动的措

施，如终身追责制度，即对公司战略投资或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损失问题，管理过程中出现

的失误，不管何时发现，都要回溯追查，即便国企高管退休，也要追查责任，并且在实际

操作中功不抵过，损害了国企高管原先拥有的被信任感和主人翁责任感，以及运用国企平

台大胆全力做事的信念。第三，强调在国企中加强党的领导，强调为党务工作重于业务工

作，党务干部在企业中的地位上升，对企业经营的话语权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作为现代

企业的经营功能可能进一步被弱化，也进一步削弱了从事企业经营工作高管的决策和行动

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荣耀感也反映了个体对其所在群体的社会地位的评价 (Tyler, 

1999)。 近几年政府曝光并宣传了一些国企高管贪污受贿的典型事件，导致国企高管在社

会大众心目中的形象负面化、社会地位降低，社会形象受到损害，使得他们感到不再被信

任，这些政策变化使得 CEO 或高管感知到与原先组织和高管个人建立的长期持久的心理

契约关系的约定或条款存在很大差异，因而激发了他们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会使得企业

高管更加考虑规避职业和仕途风险，强化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作为”，会损害荣耀

感的积极作用。 

从认知能力上来看，企业高管的创新偏好和战略决策涉及到企业家对于信息的收集和

方案的搜索过程 (March and Simon 1958, Simons 1994)，体现了个体的心理特征对于外

部环境特征的理解，因而是个体特征和外部情境互动的结果反应，或随着外部情境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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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发生变化。根据企业的行为理论（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Cyert and March, 

1963)和威胁-固着理论（ Threat-rigidity theory，Staw et al. 1981），在面对压力或环境威

胁时，个体、群体或组织将表现出狭隘视野，对信息的搜集和运用变得局限和简单化 

(Gladstein and Reilly 1985)，行动体现出僵化 （Triana, Miller, and Trzebiatowski，

2014）。 

根据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Weiss and Cropanzano, 1996), 个体会

理性地评估引发哪些事件会导致情感和情绪的变化，将其标记为情感性事件。心理契约违

背（PCB）便是一个具有显著负面效应，能够产生不平衡感知和负面情感反应的工作事件 

(Hoobler and Brass, 2006; Wei and Si, 2013)。如前所述，神圣荣耀感（eco-pride）来自

于企业高管与企业之间体现为被双方默认的非书面协议，是基于信任的心理契约关系。因

而，拥有高神圣荣耀感的高管在感知到心理契约违背时，会感受到很大的心理失衡，觉得

自己不被组织和国家认可，或感到被组织和国家抛弃，因而相比来自于世俗性荣耀（ego- 

pride）获得感高的高管，外部环境变化的激励违背给企业高管带来的心理契约违背感受

的增加，会和基于心理认可和付出的神圣荣耀感产生冲突，因而使得公司创新的意愿，以

及战略变革的热诚和坚持减弱，从而更加削弱了战略主动性和战略变革行动。 

而世俗荣耀的作用机制则不同，它本质上来自企业家基于有形交易关系的“获得”，在

这样的交换关系中，企业高管的荣耀感和公司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投入-回

报-投入”的循环链接，世俗的荣耀感高，企业高管愿意进取，战略主动性的意愿和战略变

革的行动就表现较高，反之，世俗的荣耀感低，企业高管愿意进取，进行战略变革的意愿

和行动就表现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建立在有形回报基础上的世俗荣耀感（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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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de）影响战略主动性和战略变革的强度，受企业高管的心理契约违背感知的影响，应

该会比神圣荣耀感小。于是我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当企业高管感受到心理契约违背时，相比世俗荣耀感，世俗荣耀感对战略主

动性（a）和战略变革（b）的正向作用更为减弱。 

4.2.2 对于不同类型荣耀感影响社会创新的调节作用 

心理契约违背感知对于荣耀感影响公司社会创新的调节作用也随着荣耀感的不同类型

而有所不同。由于社会创新与神圣行为更为相关，因而神圣荣耀感和社会创新之间应该是

一种稳定的正向关系，心理契约违背的作用有限。但世俗荣耀则不同，由于其来自于自身

的获得，激励方违背带来的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相比较基于被认可和付出的神圣荣耀，

则更容易损害世俗荣耀指向实现社会目标的社会创新的强度。 

    假设 3c: 当企业高管感受到心理契约违背时，相比神圣荣耀感，世俗荣耀感对社会创

新的正向作用更为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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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研究：理论模型的检验和结果  

在本研究中，运用中国企业高管的样本检验本论文提出的理论模型和假设。具体而

言，检验企业高管的荣耀感对于战略主动性、战略变革和社会创新战略的影响。并针对区

分的两种类型的荣耀感，检验企业高管感知到的心理契约违背对于不同类型荣耀感影响公

司战略决策的调节效应及其差异。 

5.1 样本  

用于假设检验的样本是中国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的 159 名企业高管，其中民营

122 人，其余为国有企业的高管，数据获得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在中国东部两个领先商

学院的 EMBA 和 DBA 课程的学员，二是青年企业家协会的会员。他们的平均年龄 40

岁，24%为女性，平均任职管理工作的时间为 10.5 年，所在公司平均年龄 14.7 年。有关

企业高管个人的荣耀感和其他个人信息由本人填写，有关公司战略决策和战略变革、社会

创新的客观评价由公司的财务人员或主管业务的副总裁填写。 

5.2 变量测量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以下测量均为 5 点利克特量表，1-完全不同意，5-非常同意。 

荣耀感 pride：采用 5 个条目测量世俗荣耀感（ego-pride），如“做至关重要的决

策”，“有业务决策的自主空间，受外界的影响和干涉比较少”，“通过努力获得相匹配的丰

厚财富回报”，等，该测量的信度 alpha 为 0.823。另外 8 个条目测量神圣荣耀感（eco-

pride），如“受到社会的尊重”，被社会大众看做“社会精英” 、“感受到自己是被国家和组

织信任的人”、“感受到我们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己和国家、体制是紧密相连的，有 

归属感”，“寻找和发展一些兼顾社会责任和公司效益的业务机会“、“有使命去做一些可增

进社会福祉的投资和经营” 等。该测量的信度 alpha 为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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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主动性(Proactiveness)：是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导向 entrepreneurship orientation

的维度之一。Covin and Slevin(1989)的研究提出了企业家精神导向行为的三个不同的维

度: 创新性、主动性和风险承担。本变量因聚焦公司变革的意愿，因此选取主动性，有关

创新的维度将在后面的假设中检验。测量量表采用广为采用的测量工具——The 

Miller/Covin and Slevin (1989) Scale，这一量表已被 80%的有关 EO 的研究采用， 其中

proactiveness 有 3 个条目，每个条目要求在一个有关公司战略决策选择的问题，针对连

续的 7 个行动方案的强度，根据自己公司的情况选择 1-7 的符合公司情况的数字。信度系

数 alpha 为 0. 780. 

战略变革 Strategic change：测量量表来自 Nee and Opper （2012），共有 9 个条

目，询问公司在过去的几年，在多大程度上在以下方面有大的变化，包括：公司的使命，

业务单元和部门的结构充足，新技术的运用，兼并和收购活动等等。信度系数 alpha 为

0.875. 

社会创新 social innovation：一共有 8 个条目，来自 Bulut, Eren, and Halac 

(2012)。询问通过公司的努力，“致力于发展社会服务和新产品来改进社区生活”，“寻找产

生政治和社会改变的解决之道”，“开发培训技术并且运用，以增加社区的创新能力”，“创

造能够改变社会生活习惯和准则的机会” ，“运用新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回应社会需

求”，“努力创造全新的，能够产生社会价值和使社会更有效率的思想方法”等。测量信度

alpha 为 0.885。 

调节变量 

    心理契约违背: 采用 De Vos, Buyens, and Schalk (2003) 开发的 7 个条目，加上

Tekleab and Taylor (2003) 开发的 2 个条目测量感知到的反映组织激励契约违背

（Perceived inducement breach）。采用 5 点量表，其中-2 代表“得到的远远低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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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 代表“获得的远远高于承诺的” (参 Turnley and Feldman, 2000; Lester et al., 

2002)。该量表在本样本中的信度系数为 0.920。 

控制变量 

    在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中，个人薪酬水平是一个重要的影响高管在公司战略决策中的

进取和创新意愿和行动的，本研究控制了高管个人相对于同行的薪酬水平的高低，用利克

特 5 点量表，1 表示“远低于”，5 表示“远高于”，另外，控制的变量有个人的性别、任职管

理工作的时间等。 

公司层面的影响因素中，控制了公司年龄、绩效（ ROA），以及公司规模（总资产，

取对数）。有研究论述，组织随着成长，会变得越来越有惰性，会阻碍变革（Hannan and 

Freeman，1984），而且也有证据显示，规模越大的公司越僵化 (Greve 2010)。  

5.3 研究结果 

运用 stata 软件，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主要模型的检验结果。表 4 是样本的描述性统

计及相关系数表。企业高管的荣耀感预测三个因变量的结果分别在表 5（战略主动性），

表 6（战略变革）和表 7（社会创新）中。其中各个表格中的 Model 1 是 baseline 

models。  

假设 1a 是企业高管的荣耀感与公司战略的主动性（1a）正向相关。从表 5 和表 6 看

出，无论是世俗的荣耀感(.250, p<.01, in Model 3)，抑或神圣的荣耀感(, 

p<.05, in Model 2)，都与战略主动性显著地正相关，假设 1a 得到支持。同样，假设 1b

中，无论是世俗的荣耀感(.236, p<.01, in Model 3)，抑或神圣的荣耀感(, 

p<.001, in Model 2)，都与战略变革(1b)具有正相关关系，假设 1b 得到支持。 

进一步比较世俗荣耀和神圣荣耀的主效应大小的统计结果显示，两种荣耀感对于战略

主动性（表 5 的 Model4 中 eco_pride 和 ego_pride 的系数比较 F(1,107)=0.03, p=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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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2 和 Model3 中 Eco_pride 和 ego_pride 的系数比较𝜒2=0.04, p=0.85）、战略变革

的主效应（表 6 中的 Model4 中 Eco_pride 和 ego_pride 的系数比较 F(1,106)=0.43, 

p=0.51, Model2 和 Model3 中 Eco_pride 和 ego_pride 的系数比较𝜒2=0.46, p=0.50）均

无统计显著性差异。 

假设 1c 的检验结果在表 7 中，无论是世俗的荣耀感(.216, p<.001, in Model 2)，

抑或神圣的荣耀感(, p<.001, in Model 1)，都与社会创新具有正相关关系，假设 1c

得到支持。 

进一步比较世俗荣耀和神圣荣耀的主效应大小，结果显示，两种荣耀感对于社会创新

的主效应有显著差异（表 6 的 Model4 中 Eco_pride 和 ego_pride 的系数比较

F(1,107)=24.44, p<0.001, Model2 和 Model3 中 Eco_pride 和 ego_pride 的系数比较

𝜒2=18.19, p<0.001），神圣荣耀对于社会创新的正向影响效果显著高于世俗荣耀，假设 2

得到支持。 

假设 3a，3b 是预测心理契约违背对于神圣荣耀感和世俗荣耀感与战略主动性

（H3a）和战略变革（H3b）的正向影响的效应存在差异，检验结果在表 5 和表 6 中。可

以看到，对于战略主动性而言，心理契约违背与神圣荣耀感的交互作用负向显著

（.292, p<.001, in Model 5），但与世俗荣耀感的交互作用不显著（.074, n.s., in 

Model 6）；第二，进一步比较心理契约违背分别和世俗荣耀和神圣荣耀的交互作用的效应

大小，结果显示，两个交互作用对于战略主动性的影响存在边缘显著差异（表 5 的 Model 

5 和 model6 中两个交互项系数的比较𝜒2=3.02, p=0.082）。假设 3a 基本得到支持。进一

步将这个显著的交互作用用 PCB 的正负一个标准差画图，见图 2。Slope test 结果显示，

当企业高管感知到的心理契约违背低时，高神圣的荣耀感会比低神圣的荣耀感带来显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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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主动性，而当心理契约违背感知高时，高神圣的荣耀感并不能让企业高管更关注战

略主动性。 

假设 3b 是预测心理契约违背对于神圣的荣耀感（eco-pride）影响战略变革的作用效

果是否大于世俗的荣耀感（ego-pride），检验结果在表 6 中，PCB 与神圣的荣耀感（eco-

pride），和世俗的荣耀感均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也未见显著差异，假设 3b 未得到支

持。 

假设 3c 是预测心理契约违背与世俗荣耀感的交互作用对于社会创新的影响是否大于

其与神圣荣耀感的交互作用，检验结果在表 7 中。可以看到，CEO 的神圣荣耀感与心理

契约违背(PCB)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意味着无论高管是否感受到心理契约违背，神圣荣耀

感的高低对于企业是否社会创新的正向影响是大（R2=.436）且稳定。对于世俗荣耀感，

其与心理契约违背（PCB）的交互作用负向显著(.154, p<.01, in Model 6)，进一步将

这个显著的交互作用用正负一个标准差画图，见图 1。Slope test 结果显示，当企业高管感

知到的心理契约违背发生时，高世俗荣耀感并不能让企业高管更关注社会创新战略。而当

心理契约违背低时，高世俗荣耀感会比低世俗荣耀感带来显著高的社会创新行动，但这一

结果需要审慎解释，一是这一交互作用的解释效应并不高（R2=.196），而且两个交互作用

的效应大小检验显示，两个交互项的系数（Model 5 和 model6）的比较统计上并不显著

（𝜒2=2.25, p=0.134），二是在全模型中这一交互作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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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高管的神圣荣耀感与心理契约违背的交互作用预测战略主动性 

 

 

图 2 企业高管的世俗荣耀感与心理契约违背的交互作用预测社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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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表 

 

n=142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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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企业高管的荣耀感预测战略主动性的回归模型 

VARIABLES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Gender  0.424+ 0.410+ 0.498+ 0.465+ 0.225 0.424 0.266 
 

(0.251) (0.238) (0.256) (0.249) (0.235) (0.260) (0.249) 

Tenure  0.032* 0.031* 0.032* 0.031* 0.031* 0.031* 0.034** 
 

(0.013) (0.013) (0.012) (0.013) (0.012) (0.014) (0.013) 

Relative pay 0.441*** 0.442*** 0.361** 0.385*** 0.379*** 0.365** 0.357** 
 

(0.105) (0.105) (0.110) (0.110) (0.095) (0.108) (0.107) 

Firm age 0.004 0.003 0.005 0.004 0.004 0.005 0.005 
 

(0.006) (0.006) (0.006) (0.006) (0.005) (0.005) (0.005) 

Firm size 0.085 0.089 0.084 0.087 0.081 0.08 0.082 
 

(0.060) (0.060) (0.058) (0.058) (0.059) (0.058) (0.059) 

Eco-pride 
 

0.278* 
 

0.219+ 0.213+ 
 

0.243* 
 

 
(0.117) 

 
(0.131) (0.115) 

 
(0.108) 

Ego-pride 
  

0.250* 0.177 
 

0.178 0.04 
 

  
(0.117) (0.134) 

 
(0.128) (0.129) 

PCB 
    

-0.067 -0.137 -0.037 
 

    
(0.121) (0.136) (0.132) 

Eco-pride XPCB 
    

-0.292*** 
 

-0.335** 
 

    
(0.086) 

 

 

(0.100)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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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o-pride XPCB 
     

-0.074 0.118 
 

     
(0.113) (0.112) 

Constant 3.776*** 3.770*** 3.732*** 3.741*** 3.744*** 3.755*** 3.736*** 
 

(0.320) (0.323) (0.312) (0.319) (0.312) (0.312) (0.309) 

R-squared 0.215 0.258 0.25 0.273 0.331 0.268 0.34 

F value 6.874 10.2 7.72 9.924 12.31 6.634 10.81 

     N =114.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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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企业高管的荣耀感预测战略变革的回归模型 

VARIABLES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Gender  0.133 0.111 0.197 0.157 0.166 0.185 0.202 
 

(0.197) (0.175) (0.195) (0.182) (0.179) (0.192) (0.188) 

Tenure  -0.001 -0.003 -0.001 -0.002 -0.008 -0.006 -0.006 
 

(0.009) (0.009) (0.009) (0.009) (0.010) (0.010) (0.010) 

Relative pay 0.115 0.117 0.041 0.069 0.067 0.02 0.049 
 

(0.088) (0.083) (0.092) (0.087) (0.080) (0.089) (0.086) 

Firm age -0.004 -0.005 -0.003 -0.004 -0.003 -0.001 -0.002 
 

(0.005)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5) 

Firm size 0.175*** 0.176*** 0.172*** 0.174*** 0.187*** 0.185*** 0.188*** 
 

(0.040) (0.039) (0.038) (0.038) (0.037) (0.036) (0.037) 

Eco-pride 
 

0.306*** 
 

0.257** 0.215* 
 

0.238** 
 

 
(0.089) 

 
(0.094) (0.097) 

 
(0.090) 

Ego-pride 
  

0.236** 0.153 
 

0.071 0.034 
 

  
(0.090) (0.097) 

 
(0.105) (0.098) 

PCB 
    

-0.256** -0.292** -0.230* 
 

    
(0.096) (0.108) (0.110) 

Eco-pride XPCB 
    

0.068 
 

0.035 
 

    

(0.080) 

 
 

(0.087)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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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o-pride XPCB 
     

0.06 0.095 
 

     
(0.080) (0.092) 

Constant 3.836*** 3.849*** 3.810*** 3.829*** 3.842*** 3.821*** 3.830*** 
 

(0.239) (0.220) (0.231) (0.218) (0.214) (0.218) (0.212) 

R-squared 0.147 0.242 0.203 0.264 0.303 0.266 0.314 

F value 4.284 5.721 5.224 5.485 7.026 5.737 5.614 

 N=114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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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企业高管的荣耀感预测社会创新的回归模型 

VARIABLES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Gender  0.044 0.024 0.081 0.021 -0.01 -0.015 -0.015 
 

(0.145) (0.102) (0.140) (0.103) (0.107) (0.133) (0.108) 

Tenure  0.008 0.007 0.009 0.007 0.01 0.008 0.009 
 

(0.007) (0.006) (0.007) (0.007) (0.006) (0.007) (0.007) 

Relative pay 0.121* 0.122* 0.081 0.125* 0.131** 0.093 0.134** 
 

(0.060) (0.049) (0.061) (0.050) (0.049) (0.059) (0.050) 

Firm age -0.001 -0.001 0 -0.001 -0.001 -0.001 -0.002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Firm size 0.025 0.031 0.025 0.031 0.024 0.017 0.023 
 

(0.032) (0.025) (0.032) (0.025) (0.025) (0.031) (0.026) 

Eco-pride 

 

0.400**

* 
 

0.403*** 0.410*** 
 

0.385*** 
 

 
(0.044) 

 
(0.050) (0.051) 

 
(0.062) 

Ego-pride 
  

0.125* -0.01 
 

0.105 0.029 
 

  

(0.058) 

 

(0.046) 

 
 

(0.063) 

 

(0.057) 

 

PCB 
    

0.047 -0.052 0.055 
 

    

(0.058) 

 

(0.075) 

 

(0.064)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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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pride XPCB 
    

-0.035 
 

-0.003 
 

    
(0.039) 

 
(0.054) 

Ego-pride XPCB 
     

-0.154** -0.071 
 

     
(0.054) (0.061) 

Constant 3.606*** 3.598*** 3.585*** 3.600*** 3.608*** 3.598*** 3.605*** 
 

(0.185) (0.141) (0.177) (0.142) (0.142) (0.173) (0.143) 

R-squared 0.062 0.436 0.099 0.437 0.451 0.196 0.462 

F value 1.366 23.43 1.787 20.48 21.54 3.204 19.57 

     N =115.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tailed test)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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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果讨论、结论与未来研究前瞻 

最近几十年来，对于高管人员个人特征的研究成为组织战略决策领域的重要议题，但

在众多对于高阶的研究中，对于高管人员的心理感受却几乎从未触及。心理学研究表明，

心理感受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荣耀感，作为最主要的一种与自我意识相关的心理

感受，对于工作行为和结果的影响都非常大。因而，研究企业高管的荣耀感，对理解和预

测他们的行为，进而对预测其个人意志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战略决策有显著意义。 

6.1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  

本论文对企业高管的荣耀感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两个研究，研究企业高管的荣耀感

的内涵和分类，以及其荣耀感的高低如何影响公司战略决策。具体而言，通过 6 人深度访

谈和 50 人开放式问题的问卷研究提炼了企业高管荣耀感的双维度模型，即世俗的荣耀感

和神圣的荣耀感，通过 202 名企业高管样本的问卷调查开发了信度和效度达标的荣耀感测

量量表（研究一）；运用 159 名企业高管的问卷数据（研究二）检验了有关荣耀感影响公

司战略主动性、战略变革以及社会创新的理论模型和假设。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1. 企业高管的世俗荣耀感和神圣荣耀感均正向影响企业战略主

动性、战略变革，以及社会创新战略，其中神圣荣耀感相比世俗荣耀感，对于公司社会创

新战略的影响效应更大；2.企业高管神圣的荣耀感，相比世俗荣耀感对公司战略主动性的

积极作用，受到其感知到的基于政策环境变化的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更大。这一作用在企

业高管感知到的心理契约违背低时表现明显，这时高的神圣荣耀感会比低的神圣荣耀感带

来显著高的战略主动性。3. 世俗的荣耀感，相比神圣荣耀感对公司社会创新的正向作

用，受到其感知到的基于政策环境变化的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更大。当心理契约违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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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高世俗荣耀感会比低世俗荣耀感带来显著高的社会创新行动，而当企业高管感知到的

心理契约违背发生时，高世俗荣耀感并不能让企业高管更关注社会创新战略。这些结果意

味着，企业高管高水平的神圣荣耀感使得公司采取社会创新行动，以及世俗荣耀感带来战

略主动性，这两种正向的影响是稳定的；而神圣荣耀感对公司的战略主动性意愿的提升，

以及世俗荣耀对于公司社会创新战略的这种正向影响存在边界条件，即来自激励方的心理

契约违背。 

6.2 论文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6.2.1 理论贡献 

第一，虽然管理学领域中多年来一直重视高管人员的个人特征（包括人格、价值观领

导行为等）对下属个体及其领导的团队工作绩效、工作态度（如承诺、敬业）和团队士气

的影响，但对作为重要因素的高管人员的个人情感体验或感受却极少有过探讨，而对高管

人员的个人情感体验和感受如何影响其工作行为，有关公司的战略决策行为是少有触及，

甚至在心理学领域，“Pride is the “neglected sibling” of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angney, Stuewig, and Mashek, 2007, p. 360).” 本论文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首次系统

性地研究了高管人员的荣耀感，由于高管人员的感受会对他们个人的认知、决策及行为都

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为未来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为研究企业战略决策，如战略变

革、社会创新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本论文对心理学领域有关荣耀感的研究也做出了显著贡献。随着心理学家近年

来越来越多地关注荣耀感和羞耻感等有自我意识的情感，目前对荣耀感如何影响人的认知

和行为已有较多研究。然而，对高管人员的荣耀感以及是否会影响高管的行为尚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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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区别于文献中已有的基于情绪表现（emotions both as momentary experiences and 

as chronic dispositional tendencies） (Emmons & McCullough, 2003; Tracy & Robins, 

2007) 的真实荣耀和傲慢荣耀的分类方法，基于荣耀感产生的来源和内容对高管人员的荣

耀感的内涵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析，从心理契约视角提出高管人员的荣耀感在遇到组织和外

部环境制度变化时，如何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这项研究不仅提出了决定荣耀感的新颖视

角，而且将荣耀感的研究扩展到了企业管理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显著地提高了有关个体荣

耀感受的理论与管理学领域理论和实践运用的相关性。 

第三，论文对战略领导力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提倡在战略管

理研究中更多地考虑人的因素，尤其是企业高管对企业决策、行为以及绩效的影响，但以

往对高阶的研究都集中在对高管人员认知、背景及经验的探讨，近期有一些研究开始关注

高管人员的价值观和个人动机，但至今为止，对于这些固有的高管个人特征如何影响公司

战略决策和行为的过程机制并不清晰。对比而言，本论文首次聚焦于高管人员的情感体

验，提出高管人员的荣耀感是如何对一些重要的战略决策，如公司的战略主动性、战略变

革和社会创新产生影响的理论观点。通过强调高管人员的感受对组织战略的重要性，本研

究大大地扩展了战略领导的研究范畴。由于高管的荣耀感是一个全新的、影响高管战略决

策的重要因素，我的论文也对企业战略变革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有益贡献：通过研究了对高

管人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他们的感受，而响应了全球管理学研究前沿的这些倡议。 

Lastly and broadly，the identification of two types of pride, ego- and eco-pride 

contribut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n pride in mainstream religions such as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that pride is harmful and dangeous because pride reflects a selfish, ego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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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n oneself and the world (Hart and Matsuba, 2007). For example, among 

Christians, pride is considered to be a cardinal sin that undermines membership in the 

community of God because pride is an indication that the focus of worship has been 

displaced from God onto the self. Buddhists traditionly believed that pride interferes with 

the attainment of "right-mindfulness,"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to discovering true 

happiness. Our theory of eco-pride goes beyond the unique meaning of pride and 

corresponds to the concern of dark side of pride. 

6.2.2 实践价值 

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对高管的激励、以及企业战略创新，和如何定位企业的角色，以推

动社会创新的有益实践方面均具有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 30 年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变

化，经历了几个阶段，总体上讲，是按照一个既定方向发展进化的过程，其基本特征或者

说其基本的逻辑是向着市场化运营、科学的公司治理，产权明晰的方向不断改革。期间，

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几千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股份公司改造和在中国境内外

资本市场上市挂牌，将这一过程推向了高峰。可以说，目前多数国有企业，特别是处于竞

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已经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基本一样，实现了多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

经营目标以盈利为导向，政策国民待遇，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 

但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国有企业高管处于一个微妙或者尴尬的地位。在最近几年的社

会舆论中，国企高管和政府官员一样经常成为一种负面的形象，最近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

国家政策：1，企业高管限薪政策，从中央企业开始，高级管理人员开始按照级别而非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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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模和绩效管理薪酬，许多企业大幅度降低高管薪酬至一半以下；2，强调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确，现实中，国企高管因违法违纪被免职和刑诉的案例屡有报

道，另一方面，不作为或者根本不懂企业的人也可以在国有企业中谋就高职、混得很好，

而大批“体制内干部”不甘心，借着万众创业的潮流纷纷下海的盛况，堪比 1992 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以后的情景。社会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拥有垄断资源，发达国家也经常诟病中国的

市场化程度不够，而中国政府从保护国有资产的角度考虑，简单强调产权的完整性和独占

性，国有企业管理者，不论有多大的贡献，对于公司的剩余索取权，没有任何的分配权

力，甚至讨论一下都是罪恶的。因此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到最后一公里，停住了。 

在传统上，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被看作是政府官员的一种，即便经过了这么多年的

改革，官本位的价值观仍然深深地影响着很多人，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间频繁地交换调动

任职，也削弱了国企管理者的商业特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的个人感受被忽略，很少

被研究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了。然而，国有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是如此的重

要，国有企业管理者，如同任何其他体制下的企业管理者一样，他们对于企业的战略选

择，团队激励，和运营绩效的影响又是如此的重要。他们的感受是如何，又如何在变化

着，这种感受的如何影响行为？中国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走到今天这个十字路口，这个问

题也许不仅仅是有趣，而是至关重要了。 

本论文的研究表明，企业高管的荣耀感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无论荣耀感来自何

方，高水平的荣耀感都能提高企业的战略主动性和战略变革，以及采用创新性的商业模

式、技术和方法，在企业实现商业目标的同时为社会总体福祉的改善和提高做贡献。因而

在实践中，尤其是对于国企高管来说，用一定的制度激励和保护好其荣耀感，对于公司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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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无一害。这一点也由本论文的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所证实。研究发现，来自政府组织制

度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引起的激励违背而使国企高管感知到心理契约违背较高时，荣耀感

的作用受到了局限，特别是神圣荣耀感对于战略主动性的影响，以及世俗荣耀对于社会创

新的影响。因而如何制定适当的激励制度和政策，以及政策的变化如何让企业高管感受到

与政府之间存在着高水平的心理契约，而非感知到心理契约违背，从而激发对于公司战略

变革的动力，是值得各级政府关心的重要议题。考虑到企业高管荣耀感的不同来源，我建

议政府在薪酬水平的削减、国企高管社会地位的认定和社会形象的塑造方面，应该保持一

定的连贯性，并且不能因为少数违纪犯规的个体的存在，而否定整个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群

体。 

6.3 论文不足和未来展望 

本论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虽然通过让企业高管填写自身感受，其他人员填写

公司战略决策的问卷，以不同来源的数据避免了同源误差，但这些问题还是基于自陈量表

的主观判断，没有测量战略决策的客观指标。因而未来可以进一步开发或采用刻画战略主

动性、战略边和和社会创新的客观资料，增加研究结果的可复制性，从多方面验证理论模

型。第二，本研究在考察荣耀感对于公司战略变革影响的结果中，没有得到有关战略变革

的稳定结果，如何解释战略主动性（意愿）和战略变革（行动）结果的不一致是下一步应

该继续探索的议题；第三，本研究考察了高管荣耀感对于公司战略决策的影响，但由于研

究对象包括了 CEO，董事长和其他高管，一方面，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很多是公司的创始

人，在检验心理契约违背的调节作用时，对于其感知的心理契约违背的测量可能存在和测

量民企其他高管和国企的董事长不一样的内涵；第二，这些人对于公司战略决策是否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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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百的控制力或影响力，是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无法保证所有样本高管对

公司战略决策都具有相同的、百分之百的影响力。 

除了荣耀感的后果（consequences）,即对于公司战略决策的影响，哪些组织和个人

因素影响了企业高管的荣耀感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未来可以研究决定高管荣耀感

高低的组织制度和政策环境因素，以及个人的人格特征、价值观等因素。这些后续研究将

会为打开企业高管情绪的作用机制这个黑匣子，继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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